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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聯盟中國政策的戰略分析 

歐洲聯盟中國政策的戰略分析∗

 
張亞中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壹、前言 
五十多年的統合歷程，已經為歐洲聯盟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並在全球事務

中佔有日益重要的地位。在對外關係上，隨著歐洲共同體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

策」的發展，歐盟對如何扮演一個稱職的全球角色(a global actor)，也逐漸形成

其戰略規劃。 
為了建構一個更堅實強大之歐洲政經實體，1990 年代起，歐盟積極參與國

際事務，包括落實和平與安全之鞏固、民主與人權價值之促進、並對開發中國家

及落後國家提供人道援助等，這不僅著眼於歐盟提升經貿競爭力的企圖，也是為

了擴大歐盟的國際影響力，在國際舞台中扮演更具影響力的角色。 
回顧歐盟對外關係的歷史，可以發現歐盟所採取的策略重心，從 1960 年代

的「戰略」層次1、1970 年代的「發展」層次2、1980 年代的「人權」層次3，逐

漸演變到 1990 年代的「善治」層次4。而每一階段的對外交往的重心，也因策略

重心的差異而有所改變，從 1960 年代的前殖民地國家、1970 年代的南方國家、

                                                 
∗ 於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歐洲研究中心於民國九十四年十二月十六日舉辦「歐盟與全球政治」學術

研討會發表。雖然在兩岸關係上，「中國」並不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但是在本文中，

係探討歐盟的觀點，「中國政策」是指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 
1 歐洲國家在六○年代的對外關係的目標，在於維持殖民母國與前殖民地之間傳統的政治與經濟

關係，因此其對外關係的重心在非迦太國家(ACP Countries)。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許多殖民地紛

紛獨立，為了穩固其原有的戰略地位，以及殖民時期的利益與光榮，歐洲國家主要透過成員國各

自的外交政策，輔以歐洲共同體的機制，對前殖民地提供經濟援助與進入歐體市場的管道，維持

原有的政治與經濟往來。 
2 到了七○年代，由於南北問題的逐漸浮現與加重，促使歐洲國家重新檢討對外關係，以解決南

北發展不平衡的問題。國際經貿與金融往來的熱絡，使得國際社會變得更加互賴，1973 年的石

油危機，更象徵全球的經貿互賴與連結關係已經到達前所未見的深刻程度，然而，南方國家卻由

於本身的商品缺乏競爭力，在市場自由化的環境之下，國內市場完全洞開，更加依賴已開發國家。

為了改善南方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不平衡地位，歐洲共同體在 1975 年與七十一個非迦太國家簽

署洛美協定(Lome Convention)，重新規範一個更為對等，且符合南方國家發展需要的貿易協定。 
3 自從西歐國家在 1950 年 11 月由歐洲高峰會議通過了歐洲保護人權及基本自由條約(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ECHR)並建立歐洲人權

法院之後之後，歐洲就成為國際上對人權規範最先進也最完善的地方。然後，歐洲對人權的保障

一直侷限於共同體內部的層次，一直到了 1978 年歐洲議會改為直選，被賦予更高的諮詢與監督

權限之後，歐洲議會開始也對第三國的人權狀況提出報告，並要求部長理事會與執委會對違反人

權情勢的第三國提出杯葛與制裁。 
4蘇聯與東歐共產陣營的瓦解，不僅改變了原有的國際權力結構，也使得前共產國家必須進行政

治與經濟的轉型。為了穩固東界的邊界穩定，並拉攏中東歐與前蘇聯國家加入西方市場與社會，

歐盟將九○年代的對外政策重心再調整為善治(good governance)。為了反映國際權力結構的變

化，以及透過推廣「善治」來達成聯盟的目標與利益，歐盟於是在九○年代開始積極發展與中國

和亞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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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年代的人權紀錄不佳的國家，再到 1990 年代的亞洲與中東歐國家。 
當然，「戰略」、「發展」、「人權」與「善治」等四個層次，並非相互取代的

線狀性發展，兩是一種逐漸擴張性的重疊發展，也就是說，到了九○年代以後，

歐盟的對外關係，已經從單純的「戰略」考量演進到四個層次並重的對外策略。

歐盟的中國政策，正好反映於歐盟戰略的變化。 
儘管從經貿整合所呈現的國際政經效應來看，歐盟已經能夠將其勢力延伸到

第三世界國家，然而就傳統國際政治與權力的標準而言，歐盟在國際政治舞台的

表現，仍然受到相當的侷限。 
1970 年代起歐洲共同體已經累積了經濟的能量，乘著冷戰的結束，歐盟期

盼從區域強權擠身為國際強權，將其影響力從經濟擴大到其它面向。因此，歐盟

有必要提出一套穩健的全球戰略，除了在政治與經濟議題上扮演更加積極與主動

的角色，也必須將其一貫的理念貫徹於政策之中，以建構一個堅實強大的，又有

別於傳統國際強權的政經實體。 
歐盟深刻地了解到，歐盟在短時間內並沒有能力成為一個強大的軍事強權，

歐盟唯一的強項，就是它的經濟實力與外交能力。歐盟如何成為一個「非軍事強

權」(civilian power)也就成了歐盟的共識。當然，僅僅是依靠外交與經貿這些「物

質基石」並不能夠建構「非軍事強權」的正當性與力量，如何在對外關係中承載

著「價值」，在與他國交往中傳達歐洲的理念，也就成了歐盟對外政策的「精神

基石」。 
對於歐盟而言，在遙遠的地方，一個強權正在興起。環顧亞洲地區各國國力

的綜合評比，無論從人口數量、國土面積、國際地位與經濟實力等條件來看，中

國都具備作為一個國際強權的條件，歐盟如果要發揮全面的影響力，不可能忽略

中國這個因素。 
冷戰結束後，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實力不斷提升。中國國際政治地位提高的主

要因素有三，有天時、有地利、有人和。第一，天時的因素。蘇聯瓦解使得國際

政治的權力結構面臨改組，身為區域大國的中國自然獲得競逐的機會。第二，地

利的因素。後冷戰時期國際安全與經濟情勢的改變，包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

散、區域衝突、國際犯罪、反恐、全球化等議題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這些議題

都必須透過國際多邊解決，處於亞洲核心的中國自然也就擁有了更多參與國際事

務的機會。第三、人和的因素。九○年代起，中國內部並沒有大規模的動亂，國

內情勢相對穩定，提供了對內發展經濟與軍事提供有利的環境，對外採行低調不

強出頭的外交政策，不樹敵、不結怨，使得中國獲得了難得的和平發展契機。 
崛起的中國，不可能忽視歐盟這個無論在政治、經濟、文化上都壯大的歐盟。

中國想要擺脫掉美國的單極威脅，深化經濟建設規模，吸納歐洲人文制度，歐盟

都是不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歐盟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歐盟。雙方各為歐洲與亞洲的重要行為者，彼此

的互動當然會對這個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分析歐盟的中國政策，試圖從歐盟對中國政策的規劃，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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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歐盟對中國、亞洲與全球的戰略佈局，並由此評估與檢討歐盟對中國政策的影

響。 
在文章架構安排上，本文主要分三大部分，首先從國際關係理論的角度，也

就是從「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善治」三個角度，探索歐盟對中國政

策的產出背景與運作邏輯。其次，本文將從實務面著手，從歐盟與中國對彼此發

表的八份文件，分析歐盟對中國政策的具體實踐，並檢視歐盟與中國在「軍售」、

「WTO 與市場經濟地位」以及「人權」三個問題上的互動與折衝。最後，本文

將檢討與評估歐盟對中國政策的運作成效，以及歐盟內部成員國的立場對於歐盟

對中國政策產出的影響，並展望歐盟的中國政策對其區域與全球戰略佈局的未來

發展。 

 

貳、理論探究 
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建立正值冷戰初期，也是東西陣營對峙最為緊張的高峰

期。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在 1949 年 10 月 1 日建國，除了英國與中國共建立

外交關係外，大多數的歐洲國家受限於冷戰的結構，並沒有與中共發展外文關

係。1964 年法國與中共建交。1971 年中華民國退出聯合國，歐洲國家大量開始

與中共建交。歐洲共同體也在 1975 年與中共建立外交關係。簡單地說，新現實

主義所強調的國際結構，影響著歐洲共同體與中國的關係。 
  從現實主義的角度而言，一方面共產陣營的分裂使得西方國家得以利用中國

來牽制蘇聯，即使在美蘇關係緩和的低盪期，中國所扮演的牽制角色仍然相當重

要；另一方面，中國也可藉由與西方國家的交往，突破過去受到孤立的國際地位，

更可以藉助西方的力量來抵制蘇聯，以擺脫其過去附屬於蘇聯的扈從地位。 
冷戰期間歐洲共同體與中國關係的建立，儘管是以現實主義為主要考量，卻

也具有自由主義的意涵。從自由主義的角度而言，一方面由於歐洲共同體著眼於

經濟的整合，因此如何進行更深化的經濟整合與對外擴大其經濟影響力，一直都

是歐洲共同體的主要目標；另一方面，1973 年的石油危機象徵全球的經貿已經

到達另一個互賴的高峰，也意謂著足以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也不只是武器與軍事

議題，因此，促使國家對經貿議題採取更高度的重視，也讓歐洲國家對與中國的

關係，從更為務實的角度進行考量。中國具有最龐大且幾乎未開發的市場，在

1978 年以後更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這對一向著重經貿議題的歐洲共同體形成

一個巨大的誘惑，更是雙方因天安門事件而短暫中斷彼此關係，卻能在隔年迅速

恢復的關鍵原因。 
  雖然，華沙公約組織的解散與蘇聯的瓦解，降低中國原本得以牽制蘇聯的戰

略地位，1989 年的天安門事件，更使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一度緊張，歐洲共

同體更在 1989 年的馬德里高峰會議上決議對中國實施政治與經濟制裁。然而，

歐洲共同體卻在隔年取消高層訪華的禁令，除了武器禁運，也陸續解除其他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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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制裁。在馬斯垂克條約建立歐洲聯盟之後，給予歐盟扮演全球行為者更完善的

制度架構。為了成功扮演其全球行為者的角色，歐盟開始積極規劃對中國的政

策，將其與中國的關係作為其全球戰略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因此，自 1994 年發

表「邁向亞洲新戰略」，歐盟陸續發表了七份與中國相關的政策文件，以建立穩

固的戰略夥伴關係。 
歐盟與中國關係在九○年代的快速發展，與歐盟積極的對外發展態度，以及

中國在歐盟全球戰略規劃的重要地位有關。以下將分別從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

義與善治三個理論的角度，分析歐盟對中國政策的戰略規劃與其邏輯性。 
 
一、新現實主義的觀點 
與傳統的現實主義不同，新現實主義觀察體系與行為者間的互動關係，以求

更有系統地理解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主張，國家的行為受到外在體系的制約，

結構才是影響國家最終行為的變數，國際社會的無政府狀態本質，更使得國家安

全與軍事議題成為國家的主要政策考量。此外，國家之間雖然存在合作的可能，

卻因對「相對收益」的擔憂，而使得國家間得合作難以長久，也使得國際建制與

制度難以發揮應有的功能。 
若從新現實主義來解釋歐盟在 1990 年代對中國的政策，可以推演出三個歐

盟積極發展與中國關係的因素：第一、雙方都主張多極的國際權力秩序；第二、

穩定與合作的關係有利於雙方現階段利益的維持；第三、彼此的地緣政治利益互

不衝突。 
（一）追求多極國際權力秩序 
若要從新現實主義來理解歐盟與中國的互動，體系的因素是首要的考量。蘇

聯與東歐陣營的解體使得國際政治的權力結構重新改組，原有的兩極權力格局瓦

解，新的國際權力秩序卻仍在成形。身為冷戰超強之一的美國，當然希望繼續維

持其單極的國際地位，然而其它有實力與意圖的國家，也希望利用此一機會提升

其國際地位，在國際舞台上扮演更為重要的角色。因此，面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態

勢，以及由美國獨霸的單極國際秩序，歐盟與中國都希望在新的國際體系中，能

夠建立有利彼此的多極國際權力格局。 
對歐盟而言，蘇聯瓦解意謂著全面核子大戰爆發的機會大為降低，歐洲國家

也不再需要美國無微不至地安全保護，使得歐洲人得以利用此一機會擺脫過去對

美國保護的依賴，在國際社會上獲得更為獨立自主的地位。因此在冷戰結束之

後，歐洲國家一方面鼓吹建立多極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也積極進行內部的整合

與深化，以提升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實力，在國際舞台上尋求更大的影響力。 
對中國而言，身為亞洲地理面積最大與全球人口數量最多的國家，不論就政

治與經濟的份量而言，都有獲得大國角色的資格，蘇聯的解體也同樣給予中國角

逐國際政治舞台的機會，為了獲得與其實力相稱的國際地位，中國也提倡多極的

國際權力秩序，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與單極霸權。因此，在對國際秩序的主張上，

歐盟與中國都具有相同的利益，也使得雙方的合作具有共同的利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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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求利益與權力 
就新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影響國家行為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對國家利

益與權力的高度重視。對於歐盟而言，其最重要的目標在於繼續深化與廣化原有

的統合進程，並利用統合的成果來提升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力。 
歐盟如果要追求更大的利益與權力，不可能不與其他大國合作，中國自然是

歐盟在亞洲的重要選擇。同樣地，九○年代的中國，也將重點放在經濟發展，以

求厚植國力，需要與其他大國進行合作。因此，在追求利益與權力的目標下，歐

盟與中國有著基本共識，彼此希望藉由合作來獲得更大的利益與國際地位。 
（三）不衝突的地緣政治利益 
即使存在共同的利益，若有重大利益互相衝突，也會使得國家間的合作難以

進行。不過，身為歐洲強權的歐盟與身為亞洲強權的中國，彼此之間在現階段並

不存在重大利益的衝突，也因此使雙方的合作更容易進行 
領土、主權、認同等問題，往往是國際衝突的核心焦點。歐盟與中國並沒有

歷史遺留下來的歷史爭議，彼此也無領土的主權爭議，雙方均還不是全球強權，

尚沒有誰是霸主的問題。因此，歐盟與中國的交往，一開如就沒有根本矛盾的障

礙，雙方可在理性的基礎上發展關係。 
 

二、新自由主義的觀點 
然而，若僅從新現實主義的角度，並不足以全面理解歐盟與中國的互動何以

在九○年代進行得如此順遂，若歐盟與中國的合作，是完全著眼於新現實主義所

強調的體系因素與國家的權力和利益，雙方的合作將充滿不確定的因素。不過，

從九○年代初期到現在，歐盟與中國的合作關係一直呈現穩定的發展態勢，並且

雙方的合作廣度與深度也不斷擴大與增加，然而，新現實主義卻難以對這種穩定

的合作關係提出有利的解釋。 
與傳統的自由主義不同，新自由主義承認新現實主義的某些假設，但更強調

行為者如何突破無政府狀態的限制，建立更為穩定與和平的國際社會。新自由主

義接受國際體系的分析途徑，也接受無政府狀態的假設，然而新自由主義更強調

的是經濟與福利對國家利益的重要性，這是因為在經濟的領域中，新自由主義發

現存在更多使國家進行合作的契機。而國際社會的高度互賴，使戰爭的可能性大

為降低，也因此減少軍事議題在國家安全的位階，並提高經濟等低階政治議題的

重要性。 
此外，雖然新自由主義也同意無政府狀態可能會阻礙國際合作，但是透過建

立國際制度與建制，可以保障行為者的利益，使得行為者改為採取絕對獲益的態

度，大為提高國際合作的可能性。若從新自由主義來解釋九○年代歐盟對中國的

政策，也可以得出三個歐盟積極發展與中國關係的因素：第一、緩和的國際環境

使國際經貿議題變得重要；第二、國際議題的多樣性須以國際多邊合作解決；第

三、雙方在經貿領域的合作可以產生如新功能主義所主張的「擴溢」(spill-over)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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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貿主導增強合作需要 
重視經貿議題或安全議題所產生的行為自然會有所不同。若以經貿議題做為

兩方交往的主軸，自然容易將合作做為彼此依循的原則。 
歐洲共同體的成立，除了維護區域和平，促成經濟繁榮是另一個考量。冷戰

結束，區域安全議題的重要性下降，經貿議題主導區域互動。意識形態對立的瓦

解，使得歐洲共同體的經濟實力更可跨越東西政治疆界，全球化的壓力也迫使歐

盟必須積極尋求市場。 
對於中國而言，啟動了改革開放的機制，面臨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中國如

果要持續其經濟改革路線，擴大其經貿市場，不可能不與其他大國合作。 
因此，以經貿為主的發展策略，注定了歐盟與中國會採行新自由主義的精

神，加強彼此之間的密切合作。「經貿合作」也就成為歐盟與中國關係中的一條

主流，合則兩利，分則兩害。 
（二）國際議題的多樣性強化多邊合作 
雖然，冷戰結束使得國際整體的局勢趨於緩和，但是新的國際議題也開始浮

現。在安全的領域，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區域衝突、恐怖主義、國際犯罪

等議題的複雜性，無法單憑少數國家的力量解決，都必須透過國際多邊的協商與

合作，才能進行有效的處理。 
在經貿的領域，自由化與多邊化的經貿秩序，使得沒有國家能夠置身於全球

市場之外，唯有加入全球多邊與自由化的經濟秩序，才有可能在全球化的時代獲

得生存。在其他諸如環境保護、糧食安全、能源供應等國際關注的議題上，也都

需要國際的合作才能進行有效的解決。 
在這種高度互賴的國際局勢下，歐盟與中國都需要藉助彼此的力量，在各種

領域下進行合作，才能維持對其經濟發展有利的穩定環境。 
（三）經貿合作產生「擴溢」效果 
根據新功能主義者哈斯（Ernst Hass）的主張，國家可以先在較易進行的低

階政治領域進行合作，而後再將低階政治領域的合作成果，擴溢(spill-over)至其

他高階政治的領域，使國家在其他領域的合作變得更為容易。 
用新功能主義來解釋歐盟的發展模式，就能夠發現歐盟是從最早的煤鋼與原

子能領域的合作，逐漸擴溢至所有經濟領域，最後再到政治、安全與內政領域。

對中國的政策也是如此，歐盟也希望先透過經貿領域的合作，與中國建立穩定的

雙邊關係，促進雙方對彼此的了解之後，再將合作的範圍逐漸擴溢至政治或軍事

領域，並將合作的層次逐漸提高到最高層的互動，使雙方能夠建立一段穩定且長

期的夥伴關係。 
在「擴溢」過程中，政治經濟菁英所扮演的角色至為重要。從九○年代歐盟

與中國高層的政治互訪與高峰對話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雙方均有意讓「擴溢」

的效果充分展現。 
 
三、善治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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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都為歐盟對中國的政策發展提出解釋，但是

強調權力與國家利益的新現實主義，以及強調經貿和國際互賴的新自由主義，都

無法解釋歐盟為何會在與中國進行交往時，自由、民主與人權等價值亦有一定的

位階，同樣地，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也無法解釋，歐盟為何要推動中國成為

一個合乎「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國家，為何要求中國改善人權狀況。因此，

要全面了解歐盟對中國的政策，還必須再從全球治理的角度，檢視「善治」的理

念對於歐盟對外政策的影響。 
冷戰後的全球政治，不同於傳統的國際關係在於民族國家的疆界已遭非政府

組織、跨國公司、全球傳媒、國際建制所穿越。「全球治理」才為全球化時代的

一個新的統治模式。5西方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在贏得冷戰以後，下一個階段就是

將西方的價值、法制與制度傳播給全球。 
全球治理是九○年代國際關係與公共行政領域新興的課題。傳統上，民族國

家認為「治理」是國家內部的「統治」問題，是國家的主權行使權力，他國不應

干涉。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裡，「治理」不僅不再是政府公權力的範圍，民間也

參與其中；「治理」不僅不是國家的權力，其他民族國家與國際建制也有發言權。 
「治理」是中性的政治用語，「善治」則意指一種符合西方民主國家多元、

法治、人權等價值標準的「治理」形態。歐盟做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重要的橋頭

堡，在與中國互動時，也就自然承載著這個時代的使命。換言之，除了新現實主

義的權力與利益、新自由主義的合作與互利外，歐盟也希望能夠將中國從社會主

義的意識形態中拉出來，真正成為歐盟的夥伴。 
（一）推廣歐盟的價值 
近世紀以來，雖然歐洲的帝國主義給世界帶來了變動，但是歐洲的政治、人

文思想也給全球帶來了新的價值選向。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統合的進行，歐洲國家發展出了一些共同的價值

觀念。冷戰以後，歐盟內部對於共構價值更為確定與急迫。馬斯垂特條約中即稱，

會員國應「尊重歐洲人權公約所保障的基本權利」；（Article F.2）阿姆斯特丹條

約則再進一步指稱，「歐洲聯盟植基於自由、民主、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等原則

之上」；（Article F.1）憲法草約將上述原則改稱「價值」，並加入「平等、法治、

多元社會、包容、社會正義、社會互助和無歧視等項目」。（Article I-2）。 
歐洲統合走到九○年代，已經不再是個為追求和平與經濟的機制而已，更提

升為一個「價值共同體」。除了在歐洲聯盟憲法草約中，將「民主（包括法治、

人權與自由）、市場經濟（包括私有企業、公平競爭）、公民社會（包括多元、容

忍、團結、正義、平等）」視為是普世價值外，也將「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包括聯盟互助(union solidarity)、永績發展、環境保護、消除貧窮）、

                                                 
5世界銀行(World Bank)、聯合國開發署(UNDP)、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渥太華治理研究中

心(Institute of Governance, Ottawa)、聯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國際行政科學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ve)、東京科技研究中心(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均曾對

全球治理的概念提出解釋。詳情請參見拙著，「全球治理：主體與權力的解析」，問題與研究，第

四十卷，第四期，民 90 年 7-8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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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中求同（unity in diversity，尊重文化與語言的差異性、國內與國際間的多元）、

和平主義（pacifism，戰爭必須在國際組織用盡所有辦法後才使用、廢除死刑）

做為歐盟內部獨特共有的價值。 
歐盟在接納新會員國時，即將是否能夠接受並遵守「普世價值」作為判斷的

依據。1993 年 6 月歐盟哥本哈根高峰理事會即明白宣示，惟有那些接受「民主、

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等的中東歐國家才能加入歐盟。6同樣的，九○年代以後，

歐盟在對外關係中，也逐漸地將「價值」理念融合在政策當中，經由交往合作傳

達歐盟的價值觀念，成為歐盟在冷戰以後重要的工作目標。 
（二）歐盟善治經驗的推廣 
為了達到全球善治的目標，歐盟從對內與對外兩個層次同時進行。在對內層

次，歐盟透過多重主體的並存與相互尊重，以加強歐盟的整合與保障社會的良

善。在對外層次，則又可依進行對象分為兩種途徑：其一是針對有意入盟的國家，

要求其先行改革以符合歐盟所提倡的自由、民主與法治的價值，而後才能進行入

盟談判；另一則是針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歐盟透過對這些國家開放市場、提供援

助以及建立交往關係等，使這些國家逐步接受歐洲的價值，對於中國這個發展中

的新興大國，歐盟即是透過此一途徑，促使中國建立善治的政府。 
依照社會建構主義理論，國際無政府狀態並不一定就是以「相互為敵」的霍

布斯式的國際社會，經由交往，可以形成一個「互為（善意）對手」的洛克式的

社會，再可以經由安全社區的建立，發展「互為朋友」的康德式的國際社會。三

種社會本質的差別在於成員國是否有重疊的價值認知，認知越多，成為康德社會

的機會就越大。 
「和平演變」是八○年代西方常用的觀點，其用意在根本改變共產主義國家

的本質。九○年代「善治」觀念的出現，其實本質與「和平演變」並無太多不同。

差別在於，「善治」是以改善行政、決策體制、透明化、推動人權對話…等等為

基礎，相較於「和平演變」是在意識形態上對非西方民主國家作結構性的顛覆，

用語較弱而已。 
雖然，中國在 1978 年之後，已逐漸邁向改革開放之路，在經濟發展上，也

採取更接近西方資本主義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策，然而在政治體制

與社會發展上，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不民主的政治體制，內部也仍然是一個相對

封閉與保守的社會。若要和平轉變中國的體制，使中國成為一個更為開放與民主

的社會，成為一個更為穩定的強權，只透過開放市場與經貿交流是不夠的，還必

須使中國能夠逐漸接受西方社會的價值。因此，歐盟採取「善治」的政策，在與

中國交往的同時，也利用政治對話或提供援助等手段，灌輸中國關於「自由、民

主與法治」理念，使中國接受西方的價值以進行良好的治理。 
但是，一方面因為歐盟本身能力有限，另一方面因為歐盟仍以經貿利益做為

與中國交往的最主要目的，因此，在「善治」此一問題上是採「積極對話」、「資

                                                 
6  European Council, “Decision of the Head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meeting in Copenhagen, on 
future EU enlargement, on 21 and 22 June 1993”, A.G. Harryvan and J. van der Harst ed., Documents 
on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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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協助」來取代「指責」與「杯葛」，鼓勵中國逐漸改變體質。 
（三）中國發展的需要 
對於一個急於面向全球的國家而言，歐盟國家內部的教育、司法、行政、文

化…等等，都有助於提升中國的國家素質。因此，中國若想成為一個強權，接受

歐盟在「治理」方面的協助，是絕對有益的。在人權方面，能夠與歐盟對話，也

可以消解美國及其他國際人權團體的壓力。 
相對於美國近年新保守主義的主導，歐盟展現的卻是有別於美國的尊重多元

政策。歐盟雖然向中國傳播西方價值信仰與治理型態，但是卻不是伴隨著類似美

國強勢批判。這使得中國也能夠經由與歐盟的交往來舒解西方民主國家對於中國

的政治要求與壓力，也有利於中國的國際機制中得到更多的利益與支持。 
 

参、實踐 
自從於 1975 年與中國建立正式外交關係之後，歐洲共同體便一直與中國維

持交往。然而，冷戰時期歐洲國家與中國關係是以美蘇對峙的權力格局為基礎，

原本附屬蘇聯陣營的中國，在中蘇共公開分裂之後，便成為西方國家藉由交往而

牽制蘇聯的一顆棋子。雖然，中國的市場具有龐大的潛力，然而政治體制與內部

社會的封閉，使得西方國家難以與中國建立全面的交往關係。因此雙方在冷戰時

期的互動，僅侷限於小幅度的經貿來往與低層次的政治對話，且多集中在成員國

層次，而非共同體層次。 
由於 1989 年的天安門事件，使歐洲共同體對中國提出政治與經濟制裁，不

但取消原有的政治互動，也要求成員國斷絕與中國的經貿往來，以作為對中國在

天安門事件中漠視人權的抗議。然而，歐洲共同體對中國的禁令，終究難以抵擋

中國市場強大的吸引力，在成員國陸續與中國恢復經貿關係之後，共同體的政治

與經濟制裁形同虛設，也促使歐洲共同體在隔年解除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制裁，

僅維持武器禁售一項。 
由於亞洲是歐盟對外關係中的重要一環，而中國更是亞洲大陸中不可忽略的

區域強權，假使歐盟能夠爭取到中國的支持，便能利用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優

勢，參與亞太地區的權力競逐，贏得更多的發言空間。此外，國際情勢的變化與

多邊國際秩序的形成，也使歐盟不得不加強與中國的合作。為了穩定與中國的關

係，並在亞洲獲得更大的發言地位，歐盟的態度由過去觀望者的被動合作，跨越

到協力者的積極合作，從催化與支持的角度，在經濟上協助中國繁榮發展，走向

一個更為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型態，在政治上則協助中國走向民主、法治與重視

人權的開放現代化社會。 
為了貫徹其對中國政策與全球戰略的規劃，歐盟自 1994 年起，陸續提出七

份與中國有關的政策文件，中國也在 2003 年第一次正式提出對歐盟的政策文件

(China’s EU Policy Paper），密集的政策文件宣示，象徵雙方關係已經邁向成熟與

穩定的階段，在不斷推陳出新的政策中，也可以觀察出歐盟對中國的政策不斷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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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更高的層次。本節將先分析這八份政策文件的內涵，並從「軍售中國」、「WTO
與市場經濟地位」以及「人權」三大議題，來檢視歐盟對中國政策的具體實踐。 

 
一、實踐：文件的分析 
（一）1994 年的「邁向亞洲新戰略」 
1993 年馬斯垂克條約通過，歐洲聯盟正式成立。冷戰結束後的全球新局已

經成形，全球化的浪潮亦已到來。在美國轉而積極支持亞太經合會，企圖拉攏亞

洲後，歐盟也開始將亞洲視為它另一個經貿戰略重陣。 
1994 年由歐盟執委會提出的「邁向亞洲新戰略」（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7，揭櫫歐盟走向亞洲主要在於經濟利益的考量，若欲提升歐盟在亞洲

的地位，就必須加強對亞洲的影響力。該份文件象徵歐盟對亞洲的交往政策，已

經開始跳脫著重貿易、投資和技術援助的傳統模式，轉而以政治對話、經濟合作

與發展援助作為政策的主線。對此，歐盟的成員國必須協調一致的亞洲政策，並

在歐盟的涉外事務中增加對亞洲的比重，以促進歐盟國家與亞洲各國經貿合作；

另一方面，歐盟也必須擴大與亞洲各國政治對話的層級，推動歐盟參與亞洲區域

政治與安全事務，建立一種有建設性的、穩定平等的夥伴關係，維持亞太區域的

穩定與和平。 
毫無疑問的，雖然在文件中也強調政治的對話，但是對話的目的並非是政治

安全而是經貿投資。「邁向亞洲新戰略」反映的是歐盟對於亞洲四小龍經濟成果

的重視、中國經濟潛力的期待。因此，「邁向亞洲新戰略」可謂一份以「新自由

主義為主，新現實主義為輔」的戰略文件。 
 
（二）1995 年的「中歐關係的長期政策」 
在提出「邁向亞洲新戰略」的隔年，執委會於 1995 年 7 月 5 日再發表「中

歐關係的長期政策」（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8，提出與

中國進行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關係的長期目標。在該份文件中，

歐盟確立中國在其亞洲戰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雙方長期關係的建立必須能夠反

映中國在全球經濟與政治的影響力。此外，除了建立政治對話與加強經貿互動，

歐盟也支持中國參與國際事務以及協助中國加入國際組織，並敦促中國進行政治

的民主化與經濟的自由化，使中國成為穩固亞洲的支柱，從而歐盟擴大在此區域

的影響力。 
在「中歐關係的長期政策」中，不只反映中國龐大的市場對歐盟所形成的巨

大經貿誘因，更象徵中國在國際政治上逐漸增加的關鍵地位。因此，該份文件除

了同時具備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思維，也首度透露出歐盟希望中國參與全

球治理的行列。為了建立多極的國際政治格局，並促使中國在內部進行「善治」，

                                                 
7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owards A New Asia Strategy, COM(314) final (Brussels: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4). 
8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 Long-term Policy for EU-China relations, COM(95) 

279 (Brussels: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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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維持與加強原有的經貿與政治交往之外，歐盟更必須積極協助中國參與國際

事務與國際組織，特別是協助中國加入以西方貿易秩序為規範的世界貿易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歐盟希望藉由協助中國參與國際事務，一方面

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國在參與和交往的過程中，能逐漸適應

與接受西方的價值，成為穩定而友善的區域強權。 
 
（三）1997 年的「一九九七年後的歐盟與香港」與 1998 年的「與中國建立

全面夥伴關係」 
  執委會於 1997 年 4 月 23 日發表的「一九九七年後的歐盟與香港」（The 
European Union and Hong Kong: beyond 1997）9，則是為了因應香港回歸中國之

後的情勢所發布的文件。歐盟期望透過該份文件，表達繼續維持香港穩定與繁榮

之立場，並化解香港人民對六四天安門事件的憂慮，以及對中國承諾「一國兩制」

（one country, two systems）表示遲疑的態度。該份文件顯示香港對歐盟維持在

亞洲經貿利益仍然相當重要，因此對香港未來是否能維持穩定的政治局勢備感關

注。 
  在香港回歸的隔年3月25日，歐盟提出「與中國建立全面夥伴關係」（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10，不僅承認中國已經具備成為國際政

治與經濟強權的實力，為促使中國和平演變，更融入全面性（comprehensive）、
堅決性（determined）與獨立性（independent）的外交思維，在某種程度上扮演

敦促中國走向民主及法制化的積極角色，並間接拓展雙方進一步合作的空間。具

體的作法則包括將中國納入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一環，以協助中

國融入國際社會；以漸進的方式，協助中國由內而外加速推動政治與經濟體制的

改革；使中國人民向西方價值靠攏，將封閉的中國社會，質變成為一個重視法治

及人權的開放社會。 
  「與中國建立全面夥伴關係」文件，也可以很明顯地觀察出歐盟對採取的中

國戰略的變化。歐盟對中國的政策，從原先的「新自由主義為主，新現實主義為

輔」的戰略，到「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並重」的戰略，再到以「善治」作為

歐盟對中國政策的主軸，意謂著歐盟在拉攏中國並穩定雙方關係之後，轉而採取

和平演變中國體制的戰略，促使中國成為完全接受西方體制與價值的崛起強權，

                                                 
9 該篇報告中，歐盟強調香港具有重要的經濟利益，而為維護歐盟在香港的既有利益，歐盟發表

下列聲明：（一）歐盟將香港視為一個具有高度自治的行政區；（二）支持香港在國際社會中所

扮演的角色，歐盟繼續將香港視為WTO內的重要合作夥伴；（三）關切香港的政治演變以及維

護香港人民的基本權利；（四）給予香港居民特殊待遇得以免簽證進入歐盟國家；（五）繼續與

香港密切合作，並將香港視為歐盟在亞洲的中心。參見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Hong Kong: beyond 1997, COM(97) 171 final (Brussels: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7). 

10 該文件顯示歐盟有意與中國建立一個全新的互動架構，主要內容包括將中國視為國際政治與

經濟的強權，提升政治對話的層級，使中國儘速融入國際建制之中，然後協助中國政治改革，

催促中國社會產生質變，使其成為重視法治及人權的開放社會。參見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 COM(1998) 181 final (Brussels: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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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重視自由、民主與法治的開放社會。 
 
（四）2000 年的「執行與中國建立全面夥伴關係之評估報告」 

2000 年對歐盟與中國關係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年份。由於中國與歐盟在

2000 年 5 月 19 日完成WTO的入會談判，為了因應中國加入WTO後雙方制度化

的經貿互動關係，並檢視與評估歐盟自發表「與中國建立全面夥伴關係」文件後

與中國互動的成果，因此，執委會於 2000 年 9 月 8 日發表「執行與中國建立全

面夥伴關係之評估報告」（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11，除了肯定歐盟與中國在過

去兩年所建立密切合作關係外，也決定將日後政治對話的範疇，再擴大到防制非

法移民、毒品走私、國際洗錢以及消彌組織犯罪等全球性重大議題。 
在歐盟與中國都加入 WTO 後，雙方的交往邁入新的階段，在此之後，歐盟

與中國的經貿互動，除原有的歐盟層次與成員國層次，再加入 WTO 層次。WTO
作為一個國際多邊貿易機制，對於國際經貿事務提供制度化的規範，也使得歐盟

與中國能夠在 WTO 的框架下，進行更有制度化與多樣化的交往，對於雙方因經

貿而產生的摩擦與爭執，也可以循 WTO 內的爭端解決途徑進行處理。此外，中

國加入 WTO 也意謂中國投身開放競爭的自由貿易規則，更融入西方的價值，也

更深度地參與國際建制。為了因應中歐關係變化情勢，也希望中國在全球治理扮

演更重要的角色，歐盟因而將雙方的合作範圍從原有的經貿事務與政治對話，再

擴大至司法與內政項目，進一步推動中國進行「善治」。 
 
（五）2001 年的「歐盟對中國戰略」 

  執委會在 2001 年 5 月 15 日發表的「歐盟對中國戰略：執行 1998 年決議文

與邁向未來更有效率的歐盟政策」（EU Strategy towards China: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8 Communication and Future Steps for a more Effective EU policy）12，基本

上仍是延續歐盟 1998 年「與中國建立全面夥伴關係」以及 2000 年「執行與中國

建立全面夥伴關係之評估報告」所遵循的五項戰略目標13。文件中除了再度肯定

中國的國際地位與政經實力，肯定雙方的合作成果之外，更對推動中國的善治表

達強烈的企圖，因此在該份文件中，歐盟也提出多項強化與中國合作的具體措施

                                                 
11 文中除了肯定每年兩次的雙邊高層會晤機制，對於提升政治對話的成效，貢獻很大外，另計

畫於未來將對話的範疇擴展到防制非法移民、毒品走私、國際洗錢以及組織犯罪等全球性議

題，並重新評估歐盟協助中國在協助人力資源發展、教育改革、推廣環境保育觀念、保護人權

以及法治規範的等改革事項的具體配套措施。參見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 COM(2000) 552 final (Brussels: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0). 

1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 Strategy towards China: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8 
Communication and Future Steps for a more Effective EU Policy, COM(2001) 265 final (Brussels: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1). 

13 此五項戰略目標依次為：一、敦促中國加速融入國際社會；二、支持中國轉化為一個開放性

社會；三、進一步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一環；四、提升歐盟與中國合作計畫的功能；五、提

高歐盟在中國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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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議。 
 
（六）2003 年的「成熟的夥伴關係」 
  九一一事件之後，打擊恐怖主義成為國際政治的重大議題，隨後SARS疫情

的蔓延也成為全球最關切的問題之一，恐怖主義與SARS的威脅，意謂著全球的

安全與福祉已經無法單靠一國之力完成，要建立和平與穩定的社會，需要整個國

際社會通力合作才有可能做到。有鑒於全球安全與政治情勢的改變，以及自從

1994 年發表「邁向亞洲新戰略」以來，歐盟與中國的互動關係不斷深化，也更

加成熟與穩定，因此，歐盟於 2003 年 9 月再提出「成熟的夥伴關係：分享利益

和挑戰的歐盟與中國關係」（A Maturing Partnership: 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14，將雙方的關係從原先的「全面夥伴」再提

升至「成熟夥伴」的階段。 
在一段成熟的夥伴關係中，歐盟除了願意持續協助中國走向一個穩定、繁

榮、開放、自由市場經濟型態，也將繼續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的民主化及法制化，

對中國社會的轉型扮演催化和支持的角色。為了進一步深化雙邊的合作關係，歐

盟也在 2004 年再提出與中國建立戰略夥伴（strategic partnership）關係的主張，

將雙方合作關係的位階再提升至戰略層次，促進雙方在貿易、能源、環保以及全

球治理的合作，並規劃一個全新的經濟合作架構，取代 1985 年所制定的貿易與

經濟合作協議（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七）2003 年「中國的歐盟政策文件」 
為了回應歐盟所發表一系列對中國的政策文件，中國終於在 2003 年 10 月發

表「中國的歐盟政策文件」（China’s EU Policy Paper） 15，除了肯定歐盟與中國

近年來互動的成果，也表示將繼續加強雙方在各個領域的合作，以為彼此的關係

奠定穩定的基礎。在該份文件中，中國揭露對歐盟政策的核心價值，在於「中歐

之間並不存在根本利害衝突，互不構成威脅」、「中歐之間的共同點遠遠超過分

歧」，因此雙方仍有相當寬廣的合作空間。此外，中國也特別表明對歐政策的目

標是「互尊互信，求同存異，促進政治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

穩定」，「互利互惠，平等協商，深化經貿合作，推動共同發展」，「互鑒互榮，取

長補短，擴大人文交流，促進東西方文化的和諧與進步」，意謂在發展平等夥伴

關係之外，中國也願意與歐盟共同扮演穩定國際局勢的角色。中國的這份文件，

可以說是融合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精神，並回應了歐盟對於「善治」的

期許。 
「中國的歐盟政策文件」（China’s EU Policy Paper）是中國對歐盟發表的第

一份官方政策宣示，顯示中國對歐盟政策的重視已有所提升，文件中對雙方近年

                                                 
14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 Maturing Partnership: 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 COM(2003) 533 final (Brussels: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3). 

15 “China’s EU Polic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ct.13, 2003, 
請參閱http://www.fmprc.gov.cn/eng/wjb/zzjg/xos/dqzzywt/t277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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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互動的正面回應，也肯定中歐關係未來的良性發展。中國對與歐盟如此重視的

主要原因，是為了吸納歐洲的資源，以滿足中國的發展需要，並藉由拉攏歐盟，

提升中國在國際的影響力，因此有其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考量。同時，中

國也企圖利用該份文件，表達要求歐盟取消對中軍售禁令的意圖，以提升中國軍

力的進一步現代化。此外，中國也希望透過該份文件，促使歐盟對「一個中國」

的原則形成共識，將遵從「一個中國」的立場從個別的「國家層次」提高到「歐

盟層次」。 
 
二、實踐：三項議題的探討 
 
（一）軍售問題 
1989 年的天安門事件，引來歐盟各國對中國採取武器禁運等措施作為制

裁。十多年以來，國際局勢產生變化，歐中之間已經建立穩定的雙邊關係，中國

內部也有不少的改變，隨著中國國際政治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國市場對外日漸開

放，都對許多歐盟國家產生很大的吸引力。因此，中國得以運用此一有利情勢，

以軍售禁令有損歐中進一步合作為由，爭取歐盟各國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令。 
在傳統國際政治的範疇，任何軍事裝備的銷售，都有深度的政治意涵，均屬

於現實主義的範疇。對歐盟國家而言，軍事裝備的生產、製造與研發，有助於促

進總體經濟的發展，提升整體的支撐工業水準、另外還可促進就業、降低失業率；

當然，軍備的銷售也有助於建立密切的外交關係，與武器輸入國的軍事合作，維

持密切的互賴甚至是支配關係。 
對中國而言，歐盟解除軍售中國的禁令，也具備多重的政治意涵：除了凸顯

歐中的軍事合作，擺脫中國天安門事件與人權記錄不佳的惡名，更能夠緩和長期

依賴俄羅斯軍備供應的壓力，在日後採購俄製軍備時增加談判籌碼，中國也可以

獲得歐洲更先進的武器系統，協助軍力進一步現代化。16更重要的，武器禁令一

旦解除，象徵著歐盟與中國政治關係的全面正常發展。 
由於解除軍售禁令需要歐盟所有成員國的一致通過，因此，從 2003 年 6 月

起，歐盟各主要成員國如法國、德國、義大利與英國等相繼發表聲明，對歐盟解

除對中國軍售表達立場，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和德國總理施洛德

（Gerhard Schoerder）更帶頭推動解除中國武器禁運，並呼籲各成員國儘快就解

除對中國武器禁運進行討論。17

支持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的主要理由包括：第一、強調「軍售中國禁令」是

一種落伍的思維，將軍售中國與人權議題掛鉤，只是自我設限，放棄歐盟對中國

                                                 
16 Peter Brookes, “A Bad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The Lifting of the EU Arms Embargo on 
China,” Web Memo #672,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Feb. 23, 2005,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wm672.cfm.;Bernard Gwertzman, “Segal: U.S. 
Analysts Increasingly Alarmed About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2005. 
17 Andreas Lorenz, “Chinese Weapons Ban: Gerhard’s Comrade,” SPIEGEL ONLINE, Dec.8, 2004,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spiegel/0,1518,33159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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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武器的巨大利益；第二、中國是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體，為了擴大雙邊經貿

往來，歐盟應該採取務實的態度，重新衡量解除中國的軍售禁令與中國改善人權

的關連性。18換言之，基於戰略與經濟的雙重考量，歐盟主動在適當的時機解除

軍售禁令，可以營造一個較佳的政治氣氛，用來換取中國的支持，協助歐洲企業

爭取中國日後發展所需的高速鐵路、衛星通訊設備、以及興建核能電廠等重大工

程訂單。19

然而，軍售中國畢竟是一個高度政治性與戰略性的議題，因此，所牽涉的不

只是歐中之間的戰略價值與經濟利益，更涉及歐盟內部以及歐美之間的權力角力

與利益衝突。 
若單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而言，歐盟解除對中國軍售禁令有其經濟利益的考

量，根據新功能主義的論述，軍售中國可以被視為雙方合作的「擴溢」效果，歐

盟也可以再利用軍售議題，將雙方的合作成果再「擴溢」至其他更具政治性與戰

略性的領域。 
不過，若從新現實主義的角度來看，歐盟若開放對中國的軍售，將大幅提高

中國軍力的現代化，進而影響台海，甚至是美中的軍力關係，因此受到美國的強

烈反對，美國國務卿萊斯與總統小布希也先後訪歐，要求歐洲各國不要輕易解除

對中國武器的禁運。 
此外，若再由「善治」的觀點來看，儘管自 1989 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的

人權狀況已有所改善，但在邊疆獨立運動與法輪功等問題上，中國仍然採取鎮壓

的強硬態度，再加上中國近年來大力擴充軍備與積極進行軍事的現代化，使得各

國對於中國是否有誠意維持國際和平的意願產生懷疑，也造成歐盟內部對於解除

對中軍售出現不同的聲音。 
做為一群民主國家，歐盟也曾對於武器輸出訂出行為準則，包括：歐盟武器

輸出的國家必須保障人權、歐盟的武器出口不能激發該國已存在之對立與軍事衝

突，以及歐盟出口的武器不能被用來破壞區域的穩定與平衡。由於美國對解除軍

售禁令表示強烈反對，以及中國的人權狀況仍有相當的改善空間，距離歐盟武器

輸出的人權標準仍有所差距，使得歐盟內部對於解除對中軍售的立場產生動搖。

2005 年 3 月 14 日中國通過「反分裂國家法」（Anti-Secession Law），宣稱仍不放

棄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海爭端的主張，促使美國、日本與歐盟20重新檢視中

國對台海地區的戰略意圖，也對中國提升軍備提高的戒心，21也強化國際社會反

對歐盟解除軍售禁令的正當性。因此，在現實主義的壓力與有礙於「善治」落實

的戰略考量之下，歐盟決議暫緩解除對中國的軍售禁令。 
                                                 
18 “A $15 billion boom? Why France and Germany want to sell China more Weapons,”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Feb. 24, 2005, 
http://www.economist.com/world/europe/PrinterFriendly.cfm?Story_ID=3700309. 
19 Daryl Lindsey, “The China Arms Embargo: A Trans-Atlantic Crisis Foretold ,” SPIEGEL ONLINE, 
March 18, 2005,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0,1518,347129,00.html. 
20 2005 年 3 月 20 日英國外交大臣史卓（Jack Straw）接受訪問時，指出反分裂國家法的通過，使

得歐盟通過軍售中國的決議變得更加困難，而 4 月 16 日德國外長也指出唯有中國在處理人權議

題讓步，且願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海問題時，歐盟才可能達成共識，並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 
21 “China Warrants an Arms Embargo,”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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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利益是否會發酵超越現實主義的考量、解決禁令是否並不必然表示歐盟

忽視中國的人權？其間都存在著不確定的辯證關係。美國與歐盟、歐盟內部都有

著不同的看法。彼此之間的歧異正表示著歐盟與中國的關係要發展成真正成熟的

夥伴關係，還有一段路要走。 
 
（二）經貿議題 
密切的經貿互動是促使歐盟與中國進行合作的主因。全球化的經濟發展，

帶動全球性生產、經營、行銷以及消費模式的整合與改造，加深全球互賴的程度，

而透過國際分工提升經濟效益，也成為當今國際社會發展的潮流。冷戰結束後，

中國憑藉其廣大的腹地、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充沛的人力資源與低廉的勞工成

本，迅速成為全球主要的生產工廠；另一方面，歐盟則在科技與現代領域，包括：

基礎研究、科技研究成果產業化、農業發展、環境保護、技術研究創新的能力以

及人力資源開發等領域佔有優勢。 
對中國而言，歐盟先天上具備產業競爭的優勢，且能提供中國經濟成長所

需的資源與技術；另一方面，中國廣大的市場則提供歐盟所需的發展空間，除了

作為歐盟貿易投資的市場，中國同時也是歐盟在亞太佈局，並放眼全球的生產基

地。22因此，歐盟與中國可以各取所需，在經濟互利互補的基礎上，建立策略聯

盟的關係。長期而論，這種策略聯盟的關係，不但有利於歐盟未來的發展，同時

也加快中國經濟改革的速度，協助中國推動經濟自由化，對促成中國融入國際社

會並和其他國家和平相處，也算是一種具體務實的作法。23

歐盟與中國經貿關係的深化，是衡量雙邊關係進展的主要指標。根據統計，

歐盟與中國在 1975 年代交往之初，雙邊貿易的總額僅為 24 億美元，至 2004 年

底便已成長為 1740 億歐元，約成長了四十倍。24 2005 年歐盟極有可能超越美國

與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貿易夥伴。 
隨著歐中關係逐漸深化，歐盟對中國的貿易狀況，從早期 1980 年代的出超，

逐漸扭轉成為入超，到 2004 年為止，歐中貿易的赤字已經擴大到約略 787 億歐

元。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歐盟提供中國輸歐產品「普遍優惠制度(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 GSP)」的關稅優待。25

由於歐盟與中國雙方經貿互動往來頻繁，因此產生不少貿易的摩擦與糾

紛。為了使中國能夠融入國際經貿體系的一環，遵守國際的經貿秩序，並有制度

地解決雙方的經貿紛爭，歐盟對於中國加入 WTO 的申請，從一開始的被動觀

                                                 
22 Christopher Piening, Global Europe: The European Union in World Affairs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p.155。 
23 Michaela Eglin,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3, No.3(1997), 

pp.507~508; Gerald Segal, China changes shape : reg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DELPHI 
PAPER 287 (London : Brassey'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4), p.64; 
Leon Brittan, "Europe/Asi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London), at 
http://www.europa.eu.int/comm/dg01/1203slb.htm, Marcy 12, 1999.. 

24 數據來源：歐盟中國通訊http://www.delchn.cec.eu.int/newsletters/200504/001_zh.htm 
25 EU and China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uropa.eu.int/comm/trade/issues/bilateral/countries/china/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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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到後來的大力表態支持，使得中國得以開發中國的身分，用較為寬鬆的條件

加入 WTO，雙方也在 2000 年 5 月完成 WTO 的入會談判。 
與美國猶豫的態度不同，歐盟對於中國加入WTO採取較為妥協與開放的態

度，承認中國仍然處於改革的階段，離完全市場還有一段差距，因此同意在中國

加入WTO初期，給予過渡時期的暫時性安排。同時，歐盟也在 1998 年 4 月宣布

將中國從「非市場經濟」26的名單中除名，不再以違反人權或非市場經濟的名義，

杯葛及限制中國產品的進口，對於是否傾銷的判定標準，也改為採用本國的成本

來計算。 
不過，對於中國要求獲得「市場經濟地位」(Market Economy Status, MES)

的期望，歐盟執委會在 2004 年 6 月做出拒絕承認的決定。對此中國表示遺憾，

並擔心歐美利用「市場經濟地位」作為對付中國的政治工具。對於中國而言，獲

得 MES 的承認，可以減少因加徵反傾銷稅而造成的商業損失，並提高其國際地

位；對於歐盟而言，則可將 MES 議題視為敦促加速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工具。

然而，中共在 2003 年對全球的貿易總額高達 8512 億 1000 萬美元，對中國產品

提出加徵反傾銷稅的有 19 個國家或地區共 59 起案件(約 22 億美元)，僅佔中國

出口總額的 0.51%，換言之，取得 MES 對中國的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儘管

如此，中國仍會盡力爭取 MES，以正面提升其大國形象，並可為其長期對外貿

易發展營造有利的環境。 
就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而言，歐盟與中國頻繁的經濟互動，擴大雙方在其他領

域的合作關係，加入 WTO 也意謂中國成為國際經貿建制的一環，歐盟與中國的

關係得以獲得更制度化的發展，在國際建制的多邊框架下，也能夠繼續擴大在其

他領域的合作關係，符合歐盟拉攏中國參與國際社會，促使中國接受西方價值的

戰略規劃。 
然而，頻繁的經貿互動不只增加雙方的合作機會，相對地，也帶來更多的貿

易摩擦，特別是在傾銷與反傾銷的問題，雙方認知的對立與摩擦尤其嚴重，到

2000 年底為止，歐盟已對中國提起 69 件反傾銷調查，也是西方國家中對中國產

品進行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區域。27

以歐中的紡織品紛爭為例，由於今（2005）年年初全球紡織品進口的配額限

制取消，在完全開放與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下，廉價中國紡織品因而大量進入歐

盟市場。面對成本低廉的中國紡織品，歐盟的產品頓失競爭力，也造成歐盟在今

年 4 月，對中國多項紡織品進口進行特別保障調查，並要求與中國進行正式的磋

商，在 5 月 25 日，歐盟更要求 WTO 對中國的兩項紡織品：亞麻杉與汗衫，進

行正式諮商，否則將對中國的紡織品進口實施配額限制。 
面對歐盟的反彈，中國曾經試圖以提高關稅來表示善意，但是歐盟以提高的

                                                 
26 非市場經濟(Non-Market Economy, NME)原屬於反傾銷調查過程中確定傾銷幅度的一項概念。

西方國家所制定的反傾銷法之中，NME通常係指實施計畫經濟，企業生產、銷售和產品價格由

政府控管，貨幣也不能自由兌換的國家。 
27裘元倫，王鶴等著，歐盟對華長期政策與中歐經貿關係(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年)，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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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度太低，並不足以減緩中國紡織品進口的數量，而繼續維持強硬的立場，中國

因此於 6 月初再取消提高的關稅，雙方關係一度緊張。6 月 11 日，歐盟與中國

簽訂《關於中國出口歐盟紡織品服裝產品的諒解備忘錄》，雙方在十大類紡織品

數量上達成共識，歐盟同意停止調查，並同意中國至 2007 年在這十大類別的產

品，每年可以 8％到 12.5％的幅度成長，9 月 5 日，歐盟與中國再簽訂《紡織品

貿易磋商紀要》，才暫時化解這場貿易糾紛。 
儘管是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促進歐中的經貿合作，在歐盟與中國的這場貿易戰

中，卻可顯見新現實主義的影響。在這次的紡織品糾紛中，歐盟採取的是「相對

收益」的態度，認為來自中國的大量廉價商品，將造成歐盟內部相對價格較高的

類似商品失去競爭力，因此強硬要求中國減少相關產品的進口數量。 
然而，儘管現實主義的思維讓雙方關係一度緊張，歐盟也一度利用 WTO 的

爭端解決機制，要求中國正視歐盟的立場，不過，在經過幾個月的協商之後，雙

方已逐漸對該議題達成共識。相較於美中在紡織品爭端的僵持，歐盟與中國協商

的進展較為順暢，這是因為歐盟將中國視為戰略夥伴，而非潛在的競爭對手，也

不希望因為此次紛爭影響雙方日後的合作；同時在過程中，歐盟也利用 WTO 提

供的協商機制，以制度化地解決歐中的紡織品爭端，讓雙方都更適應這個多邊的

國際經貿機制。由於不存在重大利益的衝突，也都希望更融入國際的多邊規範，

歐中此次的貿易紛爭才能盡快落幕。 
 
（三）人權議題 
自由、民主與法治是歐盟的核心價值，並因基本權力憲章的通過而得到強

化，尊重人權更是入盟或是與歐盟建立貿易與協議的先決條件。在推廣人權價值

的過程中，歐盟主要透過三個途徑來達成其目標：第一、將「人權」納入政治對

話的議程；第二、在聯合國人權委員會上對人權紀錄不佳的國家提出譴責與批

評；第三、發表年度人權報告，並將報告作為對其他國家提供援助、優惠與貿易

來往的參考。 
以政治對話為例，歐盟與地中海國家、非迦太國家以及在亞歐會議上，都曾

將人權議題作為政治對話的核心；在聯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歐盟也常聯合提案，

譴責第三國的人權紀錄，例如歐盟與中國便曾因歐盟多次在聯合國人權委員會

上，譴責中國的人權狀況，而導致雙方關係緊張。 
此外，在對第三國或區域提供援助與優惠待遇時，歐盟也會考量第三國或區

域的人權實踐，例如歐盟於 1995 年提出的「地中海援助計畫」，便附加民主與人

權保障的條款，針對各國的執行成效與民主情況做為撥款與審核的依據。 
「在法治與尊重人權的基礎上，支持中國轉型成為更開放的社會」是歐盟對

中國政策的四大方向之一。28在具體的實踐上，歐盟主要透過政治對話的管道，

                                                 
28 其他還包括：「在雙邊與全球的層次，透過提高政治對話的層級，更進一步地交往中國」、「透

過使中國完全加入世界貿易體系，支持中國現正進行的經濟與社會改革，鼓勵中國融入世界經濟

體系」以及「提升歐盟在中國的形象」。 

 18



歐洲聯盟中國政策的戰略分析 

向中國推廣人權與法治的價值。自 1989 年天安門事件之後，對中國人權的關注，

成為歐盟與中國關係的重要主題。雙方的政治對話自 1994 年啟動，人權對話則

自 1996 年 1 月開始，這也是歐盟對外唯一的專門性與常設性的人權對話。歐盟

透過人權對話，表達對中國人權實踐的關注，並說服中國簽署「經濟、社會與文

化權利公約」。雙方的人權對話在 1997 年曾因丹麥帶頭在聯合國人權委員會上，

提案譴責中國的人權狀況而有所中斷，不過同年即由中國主動恢復，並將對話次

數提高為一年兩次。對話的目的在於促進雙方在人權項目的合作，以及改善中國

的人權實踐，促使中國走向更為開放與先進的社會。 
除了政治對話，在過往歐盟也曾利用聯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公開場合，聯合提

案譴責中國的人權狀況，歐盟此舉更一度造成雙方關係緊張。然而，在 1998 年

發表「與中國建立全面夥伴關係」文件之後，歐盟承認中國自改革開放的二十年

來，已有重大的進步，隨後部長理事會也決議不再主動於聯合國提案譴責中國人

權，但對於他國提出的譴責議案，仍然保留覆議或動議的可能，以對話而非對抗

的方式，逐步帶動中國社會的質變。 
就新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人權是內政問題，不容他國干涉，因此，歐盟無

法透過強制力，強迫中國改善其人權或政治體制，只能運用其軟性的影響力，直

接或間接地提醒中國注意人權的價值，或說服中國加入國際人權建制。儘管如

此，歐盟還是能夠利用人權議題，協助中國社會邁向穩定的改革，逐步接受西方

社會的價值，減少對西方國家的威脅性與敵意，成為穩定崛起的強權。 
就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而言，密集的經貿往來促成雙方的合作，儘管歐盟不滿

意中國的人權實踐，卻受限於對中國市場的需求，而無法在人權議題對中國採取

強硬的立場。在過去，歐盟總是利用提供援助與優惠，作為在開發中國家推動人

權政策的有力工具，這是因為開發中國家需要歐盟對其發展提供援助與貿易優

惠，這種不平等的貿易關係，使得歐盟能夠以貿易作為其人權政策的工具。然而，

中國是一個正在蓬勃成長的大型經濟體，歐盟需要中國的市場，也看好中國的購

買力，中國也需要歐盟的資本協助其發展，在雙方互有需求的情況下，貿易關係

較為平等，因此歐盟難以再使用援助或優惠等手段，強迫中國接受其人權價值。

這也是歐盟在 1998 年以後不再於聯合國主動提案譴責中國，改採對話而非對抗

的手段，使中國逐漸接受西方的人權價值。 
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沒有國家能夠置身於全球體系之外，在某種程度上

也都必須接受國際普遍接受的價值，人權即是一例。儘管新現實主義者認為人權

屬於內政問題，他國對此不容置喙，但是在聯合國的主導與推動下，人權自 1960
年代開始，便逐漸確立其為普世價值的地位，《世界人權宣言》、《政治與公民權

利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利公約》也被視為世界人權憲章的重要基石。 
在強調「全球治理」的九○年代，人權更成為「善治」的重要指標，也是歐

盟對外政策的主要核心。因此，即使無法以強硬的態度要求中國接受其政策，歐

盟仍然透過政治對話、協商與合作等方式，向中國傳達人權價值的重要性，並遊

說中國簽署與人權有關的國際公約，將中國拉進國際人權建制的架構中，逐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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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走向開放與重視人權，並使中國成為全球治理與善治的一個重要環節。 
 

肆、評估與展望 
自從 1994 年發表「邁向亞洲新戰略」以來，歐盟已經對發表七份與中國有

關的政策文件，雙方的合作關係，也由最初的經貿議題，逐漸擴大至高階的政治

與內政領域。此外，中國在 2003 年 9 月與歐盟簽訂《伽利略衛星導航合作協定》
29，成為歐盟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計畫的一員，雙方的合作範圍，再跨越至更為敏

感的高科技領域，也更加強歐盟與中國的戰略夥伴關係。由於《伽利略衛星導航

合作協定》具有高度的軍事與戰略價值，美國更揚言如果該系統被來自諸如中國

等敵對強權的使用，美國將不惜對它發動攻擊。歐盟願意與中國進行此等高科技

衛星計畫的合作，不只著眼於龐大的商業利益，更因為雙方之間不存在根本的利

益衝突，在歐盟的戰略規劃中，也確實將中國視為其夥伴之一，支持中國在國際

事務上扮演更重要的角色，才會同意中國加入該計畫。 
歐盟與中國自冷戰結束以來，已經建立發展成熟的夥伴關係，回顧此一過

程，除了經貿利益不在話下外，支撐與影響歐盟對中國政策的走向動力，可以歸

納出以下三大特色：第一、協助中國走向「善治」做為最終理想；第二、採行務

實的政策取向以強化雙邊的政經關係；第三、歐盟大國的立場與態度仍影響雙邊

關係的進程。 
一、推動中國的「善治」 
為了對內進行進一步的整合，對外提高聯盟的全球影響力，歐盟在九○年代

起開始建立其區域內的「價值」，並做為對外政策的目標。歐盟希望借重其強大

的經濟力量，透過各種援助與合作計畫，協助他國接受歐盟的政經信仰，以改善

其他國家的治理狀況，形成一種有別於美國以軍事為手段的霸權主義，進而能夠

發揮歐盟在全球的「軟性」影響力。 
以歐盟對中國的政策為例，儘管中國在 1978 年便開始進行改革開放，並在

冷戰結束後更加快其腳步，以更快融入國際經貿體系，不過在中國的內部，卻仍

存在諸多問題，對中國的善治構成阻礙。為了促進中國走向政治民主以及社會開

放與開放，協助中國穩定的成長，不僅有利於雙方的經貿關係，也可以落實歐盟

的全球「善治」戰略。 
歐盟從 1995 年開始便與中國進行多項合作計畫，以協助中國改善政府治

理，並解決內部發展問題。30可以預期，歐盟未來還是會持續的在治理上給予中

                                                 
29 由歐洲聯盟與歐洲太空總署所打造的「伽利略」全球定位衛星計畫，涵蓋三十顆衛星與地面

站，預定二○○八年開始運作，並將在 2005 年 12 月下旬發射第一顆伽利略衛星。該系統的目標

在於建立一個覆蓋全球的衛星導航系統，以打破美國在全球定為衛星的壟斷地位，搶佔全球衛星

定位日益擴大的市場。 
30 雙方合作的範圍相當廣泛，正在進行中的包括：歐盟-中國小項目便捷基金、經濟和社會改革、

法治與高效管理、環境、地區性項目、NGO聯合資助及衛生/人口等，另有已完成的項目，包括：

青海畜牧業發展、青海馬鈴薯發展、乳製品/食品加工領域技術發展、高等教育、政府採購領域

合作，統計合作、支持中國加入WTO合作、民用航空合作、青年經理培訓、殘疾人教育和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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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壓力與協助。 
二、務實強化雙邊關係 
在政策操作上，歐盟發揮傳統歐洲國家的外交手腕，採取更為彈性與務實的

策略，以避免過高的理想主義成為政策執行的阻礙。在馬斯垂克條約中，將自由、

民主與法治視為歐盟的核心價值，也是歐盟在整合內部與發展對外戰略時，所要

達成的重要目標。例如，歐盟曾提出「非市場經濟」名單，限制某些國家，用以

制裁與懲罰人權紀錄不佳，或國內市場不夠開放的計畫經濟國家，中國與俄羅斯

都曾在該份名單之內。不過，為了支持中國加入 WTO，歐盟在 1998 年將中國

與俄羅斯從自份名單中除名，雖然稱不上是同意中俄已經具備完全市場經濟的資

格，但承認兩國正在經歷市場轉型的過程，也不再讓人權或計畫經濟等議題阻礙

彼此關係的發展。 
此外，歐盟自 1997 年代末期開始，也不繼續於聯合國人權委員會中主動提

案譴責中國，改以表達關切之意，並擴大人權對話的方式，提醒中國注意其人權

問題的改善。換言之，歐盟並非忽略人權或自由市場等價值，而是改為採取更有

彈性與務實的操作，將人權與經貿議題脫鉤，但是仍然在人權項目上對中國施加

壓力，使其漸進地接受歐盟的價值。 
面對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歐盟未來的中國政策，應該還是會採行務實的政

策。從這個觀點來看，歐盟與中國未來關係的發展將仍有很大的空間。 
三、歐盟大國影響雙邊關係進程 
歐盟的對外安全政策迄今仍然是以民族國家主導，歐盟本身影響力有限。因

此，在有關安全軍事等事務，主要成員國的態度甚為重要。在歐盟的決策過程中，

法德英三個大國的態度往往是決策的關鍵。以解除對中軍售為例，德國與法國都

採取支持的態度，法國是著眼於軍售中國的戰略利益，德國則是著眼於軍售中國

的商業利益；不過，英國則因為與美國向來友好與結盟的關係，對該議題採取觀

望與消極反對的態度，因此在軍售問題上，歐盟遲遲沒有達成共識，也可顯見三

國之間的角力過程。 
法德聯盟一向是推動歐盟發展的火車頭，因此在決策過程中，法德的態度最

為關鍵，英國對於歐盟的整合，則採取較為消極與抵抗的態度，因此這三個國家

對中國政策的態度，對歐盟的中國政策將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在法國的部分，法

國與中國的政治關係一向良好，更是第一個對中國建立完全外交關係的西歐國

家，此外，兩國也都奉行獨立自主的外交政策，戰略相近使得中法兩國政治友善，

法國更因此成為歐盟對中國政策的主要推動者，並從 1997 年開始，帶頭放棄在

聯合國人權委員會對中國提出人權譴責案。 
其次，在德國的部分，自兩德統一之後，德國決心利用歐盟在國際上扮演更

積極的角色，因此與法國聯手積極推動歐盟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在對中國的

政策上，德國在中國擁有重大的商業利益，也是所有歐盟國家中貿易額最高的，

                                                                                                                                            
培訓等，以及正在籌備中的專案，包括：社會保障、打擊非法移民、中國資訊技術、WTO合作

等。有關歐盟與中國合作計畫的項目、援助金額、實行期間以及與善治的關係，請參考前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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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 1993 年便率先發表《亞洲政策綱要》，成為歐盟對中國政策的積極推動

者。儘管在社民黨施洛徳取代基民黨柯爾政府執政後，德國對中國的人權採取較

為強硬的態度，但仍然相當重視德國在中國的商業利益，因此在解除軍售議題

上，曾一度與法國一同站在積極推動的立場。不過，在新任總理梅克爾執政後，

曾公開表態不會再為解除對中軍售背書，由於新的大聯合政府對歐盟政策的態度

仍未明朗，因此德國未來是否仍將與法國合作，共同推動積極的對中政策，仍然

有待觀察。 
在英國的部分，由於英國與美國關係一向友善，加上美國視中國為潛在的競

爭對手，因此英國對中國的政策相較於法德兩國，顯得較為消極與被動。在冷戰

結束初期，中英更曾英香港問題而一度關係緊張。英國為了繼續以香港為其在亞

洲的經貿據點，維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力，因此一方面繼續保持香港自由開放的

市場機制，另一方面也積極推動香港的民主化。1992 年英國任命彭定康為香港

總督，並積極在香港回歸前，完成香港的國會直選，推動香港走向自由民主，然

而此舉也引起中國的不滿，並曾表示在香港回歸後，將重新制訂有關香港體制的

法律。 
不過，在 1997 香港順利回歸之後，阻礙中英關係發展的最大阻礙獲得解決，

中英關係因此逐漸獲得好轉。在經貿的議題上，英國對與中國建立關係採取正面

與積極的發展態度，然而在外交與安全議題上，英國仍然傾向依附美國的戰略考

量，對中國的崛起抱持懷疑與觀望的態度，因此對於歐盟的中國政策，英國態度

較為被動，也成為歐盟對中國政策的變數之一。 
 

伍、結論 
歐洲統合一路走來，雖有曲折，但是總是不斷前行。隨著馬斯垂克條約、阿

姆斯特丹條約與尼斯條約的簽訂，歐盟進一步地擴大與深化聯盟的統合過程。其

中制憲危機雖然一度阻礙內部的凝聚與共識，卻不必然成為聯盟進一步深化的絆

腳石。 
幾十年來的整合過程，已經產生如新功能主義者主張的「擴溢」效果，從煤

鋼、原子能到經貿整合，甚而至外交安全與司法內政領域，其亮眼的發展成果舉

世矚目。然而，統合的過程仍未結束，為了擴大在國際上的影響力，作為一個全

球的行為者，歐盟必須進一步進行內部的整合，並積極規劃對外政策，與中國發

展夥伴關係便是其全球戰略的重要一環。 
雖然，在冷戰結束之後，中國不再具有牽制蘇聯的戰略價值，也曾因六四事

件而遭受西方國家的制裁與抵制，不過隨著其軍事與經濟力量的崛起和發展，亞

洲金融風爆後，中國扮演著穩定東亞經濟局勢的角色。北韓核武事件也顯示東亞

的政治秩序需要中國的介入或甚而主導。九一一事件以後的全球安全的維繫也不

可不需中國的力量。中國的確已經崛起，不僅已逐漸成為東亞的區域強權，其在

全球亦擁有相當的政治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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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現實主義的角度而言，由於中國的國際地位日顯重要，也與歐盟一樣對

建立國際多極體系具有共同的期盼，在地緣政治上彼此更不具有根本的利害衝

突，因此成為歐盟發展對外關係時的重要結盟對象。對於正在進行整合過程的歐

盟以及內部經濟正在高速成長的中國而言，都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以利內部

的發展，戰略相近、具有共同的利益以及不存在根本的利害衝突，是歐盟與中國

得以結盟的重要基礎。 
從新自由主義的角度而言，自冷戰結束以來，經貿議題成為國際政治的重

心，促使行為者採取相對獲益的態度，因此大為提高國際合作的機會。而全球議

題的多樣性與複雜性，更加深國際的互賴程度，也迫使國家收起劍拔弩張的態

度，平心靜氣地商討大規模武器的擴散、恐怖主義、環境保護等複雜卻與各國安

全和福祉切身相關的議題，這些議題都有著需要國家間通力合作的特性，因此也

對製造國際合作的氣氛有所助益。此外，功能性議題的合作，也可能產生如新功

能主義者所主張的擴溢效果，將合作的成果從功能性議題擴散至其他較為敏感的

政治性議題，從而對國際社會的穩定產生正面與積極的作用。 
雖然，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是促使歐盟與中國展開合作，以及進一步發

展夥伴關係的基礎。九○年代以後的歐盟，對於全球事務亦展現出更大的意圖，

它不僅希望中國只是在政治與經濟上需要歐盟，也希望在如何治理上也能夠學習

歐盟的經驗。 
正如同冷戰期間歐洲國家與蘇聯交往，希望能夠和平的改變蘇聯一樣，九○

年代以後的歐盟，也希望能夠將中國演變成一個開放與民主的社會。歐盟並不具

有美國的政經軍實力，不可能併用胡蘿蔔與棍棒兩手策略，歐盟並不是個全球強

權，在東亞地區沒有戰略利益，因此，歐盟也不需要併用胡蘿蔔與棍棒兩手策略。 
歐盟雖然會追求它的利益，但是歐盟的領導人也沒有忘記他們對於世界的責

任，一種自十字軍東征以來就深植在他們心中的期許。他們希望，遙遠的中國，

最終還是能夠接受西方的價值。這個「價值」在十字軍東征以及地理大發現的殖

民時期叫做「基督教信仰」，在二十世紀叫做「民主、自由、法治與市場經濟」。 
一個「善治」的中國，完全符合歐盟的利益。因此，在發展與中國關係的過

程中，歐盟一方面協助中國改善其內部的治理，將其秉持的自由、民主與法治理

念逐漸灌輸於中國，另一方面則支持中國參與國際社會，提高其影響力，以一同

分擔全球治理的責任。換言之，歐盟企圖透過發展以及深化與中國的交往關係，

在和平演變中國體制與社會的同時，也協助中國發展為友善的強權，成為維持國

際社會穩定的重要力量。 
歐盟與中國並不是沒有爭議，但是這些爭議並不會撼動彼此關係的基礎。雙

方根本就沒有經歷過「霍布斯式」的「敵人關係」，未來雖然無法發展成 Karl 
Deutsch 所說的「安全共同體」關係，應該會在「洛克式」的「對手關係」與「康

德式」的「朋友關係」間徘徊。 
在實務運作上，歐盟對中國的戰略脈絡，可見於其陸續發表的與中國有關的

政策文件上，這些文件顯示善治逐漸成為歐盟對中國政策的核心目標，不過在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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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互動上，還是可見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以解除對中軍售禁令為

例，對歐盟而言，解除對中軍售的限制，有其戰略價值與經濟利益，不過在考慮

中國的人權狀況，以及美國堅決的反對態度後，歐盟決定暫緩實施解除軍售禁

令，由此可見善治思維與新現實主義對歐盟決策的影響。再以中國加入 WTO 為

例，由於著眼於中國龐大的市場，也希望中國能夠進一步地融入國際社會與西方

價值，歐盟因此對於中國加入 WTO 採取積極的支持態度，期間雙方雖因傾銷-
反傾銷等貿易糾紛而關係緊張，在雙贏的新自由主義思維下，雙方仍能互相妥

協，解決彼此的貿易糾紛，以求繼續合作。 
不論在經濟與軍事面向的發展上，中國的成長速度都相當驚人，換言之，中

國的崛起似乎已經形成一股銳不可擋的態勢。因此，歐盟若要成功扮演一個全球

的行為者，拓展其在國際的影響力，就必須拉攏中國的力量，利用共同拉抬的效

果，製造雙贏的機會，因此，在可見的未來，與中國發展和維持密切的交往關係，

仍然是歐盟對外戰略的重要一環。雖然，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仍將對

歐盟的政策產出有所影響，成員國間的立場與態度，也會對未來政策的走向具有

一定的主導作用；然而，在其全球戰略的規劃上，歐盟仍將繼續維持善治的思維，

來推動與中國的交往和合作，以達到和平演變中國體制，並讓中國承擔更多的全

球治理責任，達成建立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社會的最終目標。 

 24


